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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70年代，中国经历了急剧的

生育率下降。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末的6左右下降到1981年

的2．6，到199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2。3。这样迅速的生育率转变

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题目。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对降低生育率起了重要

作用，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对生育率的转变也起了

促进作用。由于可获得的资料的限制，早期的研究大都限于全国

水平的分析，并普遍将生育率下降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这类研

究没有涉及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而正是这些生育率的差异，

仅用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完全解释的。

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陆续公布之后，更为详尽的分省

的人口数据显示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生育率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1981年中国分省的生育率，最低的仅I．3，最高的则达到

4．4。1989年地区间的生育率水平差异缩小了，但依然存在。一

些依据分省资料所做的分析，认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不能完全

归功于推行了计划生育，至少有部分是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

(Tian，1984；Poston and Gu，1987)。但有些跨地区的研究由于不

适当地选择了计划生育变量，仍然高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

在70年代早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口控制政策，但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在不

同的地区却是不同的。是什么原因使得不同地区的生育率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并使这种差异长

时间地存在?如果是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生育率水平的差异，那么哪些因

素起了主要作用?尽管已有了一些跨地区的研究，但由于人口数据的限制，这些研究仅限于对

一个时点数据的分析。最近公布的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作跨地区分析

成为可能。

本文旨在通过对已往研究的简单评述，以及对两个时间点的不同地区的生育率与社会经

济变量的相关分析，揭示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的联系。

二、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本文假设：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都通过中间变量对生育率产生作用；计划生育可以加

速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条件对生育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

率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设置了限制。在不同

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推行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深入检验生育率与社

会经济变量，与计划生育政策变量的关系需要长期的努力。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将具体检验

下列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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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假设，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平均预期寿命、农村消费水平和非农产业中女性就

业者比例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

(2)文盲率和女性文盲率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将使用简单线性回归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变量与生育率的关系，所用资料主要有

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发表的散见于文章中的数据。中国

1981年有21个省、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1990年海南省从广东省中划分出来，因而有22个

省。由于缺乏资料或缺乏可比性，分析中没有包括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为了表述的方便，文

中用地区统称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资料的限制，文中没有直接检验计划生育变量与生育率

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变量与中间变量、计划生育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关系。

三、以往研究评述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计划生育或社会经济发展是否系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存

在着争议。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为验证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学者们做了大

量的跨国研究(w．P．Mauldin and Berelson，1978；N．Birdsall and D．T．Jamison，1983，and also see

Poston and Gu 1987)。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都对生育率

下降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在这些跨国家的对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中国总是

作为异常点出现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很低，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较低，特别

是仅用经济变量，如人均国民收入作为生育率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更是如此(N．Birdsall

and D．T．Jamision，1983)。另一些研究则强调计划生育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的作用，计划

生育项目可大大提高避孕率，从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R．J．Lapham and W．P．Mauldin，1984)。

“诱导型生育转变”被这些学者用来形容中国的生育转变(w．P．Mauldin，1982)。

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Zhang，1990)。第一类研究中国全国生育率的

下降。这类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是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Mauldin，1982)，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只起到微小的作用(Bongaarts and Greenhalghh，1985，quoted

by Poston and Gu，1987)。这类研究没有涉及到明显存在的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事实上在中国

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沿海地区，那儿生育率的下降要比落后的内陆和边远地区快得多。这种巧

合仅用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解释的。

另一类研究又进了一步，它们以省区为单位研究了生育率的下降，以及生育率与社会经济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倾向于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对中国生育率的

下降起了促进作用(Tien 1984，Poston and Gu 1987，Zhang，1990)。这类研究通常采用了回归分

析方法，其分析大多是在下述理论框架指导下进行的：

匹壅受圃⋯⋯⋯⋯一匡圈[]曼口⋯⋯⋯⋯⋯⋯』
在这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有直接的影响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还

通过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影响生育率水平(Poston and Gu 1987，PP．533)。这个分析框

架本身并无错误，问题是在这个框架下，哪些变量可以确认为计划生育变量。根据上述分析框

架，一些研究将影响生育率的变量分为两类：(1)社会经济变量，如城市化水平、人均国民收入、

平均预期寿命、教育水平；(2)计划生育变量，如计划生育成本、避孕率、避孕效果、一胎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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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Poston and Gu，1987)。事实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在计划生育变量中包含了三类变量：

第一类是行为变量，这类变量在其他研究中被称为中间变量，如避孕率及其效果。第二类实际

上属于生育率水平变量，如一胎率、计划生育率等。第三类为计划生育政策变量，如人均计划生

育费用。

经过这样的分解以后，很明显第二类变量不应该看成是影响生育率水平的自变量，因为它

们也是反映生育率水平的指标。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生育水平及其构成。一胎率高，总和

生育率必然就低。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这两类生育率指标之间的关系，找出其间必然的负相关

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行为变量，如避孕普及率等，在上述分

析框架下是不应被列为计划生育变量的。因为上述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行

计划生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象避孕普及率这类中间变量则是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

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可以影响人们的生育动机，但避免不想要的孩子的出生必须通

过一定的中间变量，如避孕等，因而避孕行为变量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影响，

故不应被看作是计划生育政策变量。这个问题的产生，与其分析框架有关。在这个分析框架下，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如果避孕行为这类中间变量被看作是

计划生育政策变量，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间接影响是容易理解的，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

率的直接影响则无法体现。这样，在这三组计划生育变量中，只有第三组变量，如计划生育成

本、计划生育诊所密度等可以看作是计划生育政策变量。这些变量代表了计划生育政策努力。

由于缺乏相关的数据，这类变量很少用于经验性的分析。

四、中国1981年和1989年生育率地区差异

1981年中国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6，但各地区间的生育率水平差异很大。最低的上海

TFR只有1．32，最高的贵州高达4．4，净差别大于3(见表1)。因而简单的将中国看成是低生育

率国家，则忽视了中国地区间存在的差异。t981年中国生育率差异的基本趋势为由东北沿海

地区向西南地区升高。198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下降到2．3(详见表2)。如果将西藏的4．22排

除在外，总和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为1．3～3．0，差异程度比1981年略有下降，但基本趋势未变。

表1 中国1981、1989年28个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地区 198l 1989 <j蠹竺簧) 地区 198l 1989 (j蠹竺鸶)
北京 1．588 1．332 —0．256 河南 2．651 2．897 0．246

天津 1．645 1．66l 0．016 湖北 2．445 2．496 0．05l

河北 2，650 2．331 ～O．319 湖南 2．833 2．397 一O．436

山西 2．385 2．46l 0．076 广东 3．283 2．512 —0．77l

内蒙古 2．621 1．967 —0．654 广西 4．103 2．727 一1．376

辽宁 1．773。 j．505 —0．268 四川 2．434 1．758 —0．676

吉林 I．842 1．806 —0．036 贵州4．355 2．963 一1．392

黑龙江 2．061 1．713 —0．348 云南 3．81 4 2．588 —1．226

上海 1．316 j．334 0．028 陕西 2．394 2，705 0．311

江苏 2．075 1．939 —0．136 甘肃 2．728 2．340 —0．388

浙江 1．982 1．404 —0．578 青海 3．927 ‘2．468 一1．459

安徽 2．799． 2．5¨ 一0．288 宁夏4．120 2．614 一1．506

福建 2．717 2．362 一O．355 新疆 3．883 3．157 —0．726

江西 2．790 2．460 —0．330 全国 2．690 z．353 —0．437

山东 2．104 2．124 0．020

(2)1989年TFR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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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到1989年，中国这28个地区的生育率的差异缩小了。这是因为在这一期间，原

来高生育率地区的TFR明显下降了，但低生育率地区的TFR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进一步下降

潜力已不大，因而变化较小。1981—1989年有五个省区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的TFR下

降了1．0以上，这五个省区都是1981年生育率最高的省区；山西、河南、湖北、山东和陕西生育

明显上升了。

五个省区的生育率的逆转上升现象的出现，有些出乎人们的期望。这五个省在这期间的社

会经济进步是明显的，它们也并非在1981年TFR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省区。这一现象似乎难

以解释，并与本文的假设相悖。可能的一种解释是，1981年由于政策性措施而拉低到的TFR的

水平，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支持，因而很难保持，并倾向于再度上升到与其社会经

济条件相应的水平。对出现的这一上升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对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将进一步

探讨。

五、变量的选择及说明

根据本文的假设，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生育率的地区差异至少有部分是

由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生育率的变动要通过一系列的中间变量，

一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没有检验社会经济变量与中间变量的关系，而仅检验了其与生育率之间

的关系。

本文所采用的因变量为总和生育率TFR；自变量有7个为：

(1)人均国民收入(PERCANI)，以1952年价格计算；

(2)城市化水平(URBAN)，指城镇的人口的百分比；

(3)文盲率(ILLIT)，指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所占的百分比；

(4)女性人口文盲率(FILLIT)，指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文盲所占的百分比；

(5)非农产业就业者中女性就业者比例(FNOGRA)；

(6)农村人均消费水平(RCONSUMP)，以1952年价格计算；

(7)平均预期寿命(LIFE)。

由于许多社会经济变量是高度相关的，选用更多的社会经济变量并不一定能增加解释力，

有些在以前研究中使用的变量，本文并没有选用。选用的这些自变量代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

同侧面。人均国民收入、城市化水平和文盲率反映了发展水平和结构；女性文盲率和非农产业

女性就业比例反映了妇女的地位；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反映了生活质量。表2给

出了28个地区的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值。

六、回归分析结果

表3给出了各自变量和因变量TFR的相关系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1989年和1981

年所选用的所有社会经济变量与总和生育率之间都显示出我们预期方向的相关关系，但各变

量的相关系数有所不同。

在1981年，在所有变量中FNOAGRA与TFR的相关关系最强，但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都

超过0．5。下面我们观察各地区TFR的残差(TFR的观察值--TFR的预期值)。根据TFR残差

值，28个地区可以被划分成两组。第一组具有较高的负残差，即TFR的观察值低于由其社会经

济变量所预期的TFR，换句话说，相对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TFR

亦相对较低；另外一组则具有较高的正残差，即这些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但同时具有较高的生育率，亦即这些地区的TFR观测值高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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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残差是用相应的社会经济变量所不能解释的。我们选择了与TFR相关关系最强的变量

FNOAGRA作进一步的残差观察(见表4)。有6个地区的TFR正残差高于0．5，广西、贵州、云

南、青海、宁夏和新疆，所有这六个地区都具有较高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更

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导致这种偏离的原因。

有七个地区的TFR负残差超过0．5。这七个地区为山西、江苏、山东、河南、四川、湖北和陕

西，这些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回归线。导致这种相对较低的生育率的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在

70年代末执行了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一种解释。因为正是在70年代末在中国的许

多地区推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表3 1981年和1989年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为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4 以FNOAGRA为自变量的TFR残差值

地区
198l 1989

TFR观察值TFR预期值 残差TFR观察值TFR预期值 残差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1．588

1．645

2．650

2．385

2．62l

1．773

1．842

2．06l

1．316

2．075

1．982

2．799

2．717

2．790

2．1 04

2．65l

2．445

2．833

3．283

4．103

2．434

4．355

3．814

2．394

1．500

1．500

2．988

2．915

2．647

1．934

2．056

1．87l

1．575

2．872

2．311

3．119

2．782

2．98l

3．074

3．184

2．945

3．058

2．829

3．183

3．1 47

2．872

3．215

3．002

0．088

0．1 45

—0．338

一O．530

——0．053

—0．J70

一O．2l 4

0．190

—0．259

～O．707

—0．329

——0．320

一O．065

一O．191

——0．970

—0．533

——0．500

一O．225

0．454

0．920

—0．713

1．143

0．599

——0．608

1．332

1．661

2．33l

2．46l

1．967

1．505

1．806

1．713

1．344

1．930

1．404

2．5ll

2．362

2．460

2．124

2．897

2．496

2．397

2．512

2．727

1．758

2．063

2．588

2．705

1．35l

1．5ll

2．476

2．320

2．200

1．874

1．994

1．881

1．213

2．20l

2．060

2．526

2．268

2．443

2．510

2．557

2．334

2．50l

2．132

2．552

2．557

2．591

2．599

2．454

—0．019

O．150

—O．1 45

0．14l

—O．233

—0．369

—0．188

—0．168

O．131

——0．262

——0．656

一O．015

0．094

O．017

——0．38(5

0．340

O．162

一O．104

O．380

0．175

——0．799

0．372

—0．0ll

O．25l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在1989年，相关系数的范围为一0．736～0．493，在诸多社会经济变量中，FNOAGRA与

TFR的相关关系依然最强，而且其相关程度在1989·年高于1981年。现在我们仍选择

FNOAGRA比较不同地区的残差。在1981年有较高正残差的六个地区中，只有新疆的正残差

仍然很高。在1981年有较高的负残差的地区，1989年其残差减小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TFR

的观测值正接近于其社会经济变量预期的值。

对于我们选择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变量，其与生育率的相关关系在1981年比1989年要强。

这似乎意味着存在着其他的因素，其对生育率的影响在1981年要比1989年大。

非常有趣的是，有五个地区山西、山东、河南、湖北和陕西实际的TFRl989年比1981年没

有下降而是上升了，而恰恰就是在这些地区，其1981年TFR的观测值较大幅度的低于其预期

值，而在1989年观测值则接近其预期值了。这种巧合的出现可能并非偶然。正是在70年代末

中国执行最严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在那时各种宣传的、行政的以及奖惩的措施都用来加速生育

率的下降(Tien，1984，pp386)，但很快生育率的下降就停滞下来，在2．5左右波动，在80年代

中期有些地区生育率反而回升了。依靠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行政措施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潜力

已经很小。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可能是导致1981年中国一些地区生育率水平低于其预

期值现象的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难以支持这样低的生育水平。因而

即使在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组织能在乡村一级得到很好贯彻的中国，缺乏应有的社会发展

水平的支持，被拉低的生育率很难维持，并趋于回升。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70年代末依靠计

划生育政策以及行政措施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潜力已经穷尽，生育率的下降则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进一步的变化将主要依赖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因而在五个地

区出现的生育率的回升与本文的假设并不相悖，反而证明了我们提出的假设。但四川省是一个

例外。与自身发展水平相比，四川省在1981年和1989年的生育率都非常的低。四川的经验值

得进一步研究。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比在

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但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作用既提供了基础，又

产生了限制作用，即政策的作用不是无限的，没有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支持，将很难维持或

保持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生育率还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文化因素、社会组织形

式等，因而即使相似的发展水平，生育率水平亦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

执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导致自发的生育率如此迅速的下

降，但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其下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使得政策的要求易于被

接受。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是导致生育率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七、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检验了中国28个地区的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

的结果表明，在1981年和1989年选择的社会经济变量与生育率之间都显示出我们预期方向

的相关关系。其中非农产业中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者所占比例与生育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强。如

果我们比较198]年和1989年每一个变量，大多数变量如城市化水平、人均国民收入、非农产

业中女性就业者比例和农村消费水平与生育率的相关关系在】989年要比1981年强。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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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1989年比1981年更对应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下降了，其作用有一定局现性，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的基

础性作用逐步显露。一些地区生育率的回升，而且通常更相应于其发展水平，亦从另一方面支

持了这_观点。从80年代开始中国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将主要依赖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及

其对人们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

由于影响生育率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文化因素、社会组织形式等。政府或民间倡导的计划

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及其对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在不同的社会亦会有所不同。中国的社

会组织系统可以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最基层的乡村一级得到有力的贯彻，因而生育率水

平可能低于具有相似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但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有其局限期，一定程度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政策成功不可缺少的基础。

本文对1981年1989年中国28个地区的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

得出的一些初步结论仍须进一步证实。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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